
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
及改革方向

林桂军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Ｐｒａｚｅｒｅｓ

摘要： 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日益交织在一起， 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在产生极

大的影响。 本文在回顾ＷＴＯ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则基础上， 分析了国家安全对贸易政

策日益重要的影响， 并提出了中国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行路径及具体的举

措。 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近年来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主要推手，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美国

大选后的政府更迭为重新讨论ＷＴＯ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新的机会。 本文建议中国

应该主动为这一机会做好准备， 设计新的策略， 以尊重ＷＴＯ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避免

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双重目标为基础， 推动集体解决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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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国家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使用最为频繁的贸易和投资干预措施， 这

些措施所带有的歧视性、 随意性和背后的保护主义动机对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系的信

誉和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国家安全例外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行的政策工具同地缘

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推动美国政府使用国家安全例外工具的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除此之外， 不断高涨的反全球化、 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

民族主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起源可以追述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日本企业在美国展开的

一系列收购浪潮， 尤其是 １９８７ 年富士通公司计划收购有军工背景的芯片制造企

业—仙童半导体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公司， 更是遭到美国军方的反对。 １９８８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 《埃克森－弗罗里奥条款》 （Ｅｘｘｏｎ－Ｆｌｏｒｉ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作为美

国 《综合贸易法》 的一部分， 授权美国总统可以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 中止或者

禁止被认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收购和并购。 为此美国还成立外国投资委

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本文简称 ＣＦＩＵＳ）， 对外

资并购、 收购美国企业实行国家安全审核制度。 《埃克森－弗罗里奥条款》 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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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委员会关注的是保护与国防相关的关键技术的安全问题。
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两个事件改变了美国国会对国家安全和 ＣＦＩＵＳ 对外资审核

的看法。 一个事件是 ２００１年 ９月 １１日恐怖分子驾机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和五角大楼。 该事件使美国国会感到 ＣＦＩＵＳ 审核程序只关注关键国防技术是不够

的， 国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 并委托美国国土安全部

负责定义关键基础设施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的清单。 另一个事件是 ２００６ 年属于

阿联酋政府的迪拜港口世界 （Ｄｕｂａｉ Ｐｏｒｔ Ｗｏｒｌｄ） 试图收购英国所有的 Ｐ＆Ｏ 港口公

司， 这进一步提升了对限制外资进入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关注 （胡再勇， 林桂军

２０１４） ［１］。 ２００７年美国国会通过 《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这一法案提高了美

国国会在外资监管上的权力。 到 ２００８年 ３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共确定了 １８ 个关键

基础设施。①

美国的行动引起了当时正致力于推动投资自由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 ２００６
年 ６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开始设立 “投资自由、 国家安全和战

略性产业项目”， 经过 １３ 轮的讨论， 成员所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在处理国家安

全利益时， 应该遵循透明和可预测、 对等和问责三个基本原则。 ２００９ 年中期， “投
资自由、 国家安全和战略性产业项目” 发布了题为 《建立国际投资的信任与信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的最终报告， 报告提出了

与三原则相符的投资政策的最优做法， 并在 ２０１０ 年形成了在引进外资时如何保护

国家安全的 １４ 条指导方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２０１３） ［２］。②为此， 美国等一些 ＯＥＣＤ 国家先

后按照最终报告的要求修改了国内的法律。 在外资国家安全上， 出现的另一显著的

趋势是各国纷纷定义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③

总体上， 到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西方国家关于国家安全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投资上， 目的是在投资自由流动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 随着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 特朗普将国家安全问题置于贸易和投资政策

的核心地位。 ２０１８年 ３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借助国家安全例外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分别征收 ２５％和 １０％的关税， 之后这一做法超出进口的范畴， 快速扩展到出口和

投资等领域。 贸易限制措施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在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

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后， 虽然许多国家对这一做法公开表示反对， 但是也刺激一些国

家对贸易伙伴采用类似的措施。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也使西方国家的投资政策发生了转变， 一些国家为了阻止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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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 １８个关键基础设施是： （１） 农业和食品 （２） 国防工业基地 （３） 能源 （４） 公共健康和医疗 （５）
国家纪念碑和和图标 （６） 金融与银行 （７） 饮用水和水处理 （８） 化学品 （９） 商业设施 （１０） 水坝 （１１）
急救服务 （１２） 商业核反应器、 核材料和和废物 （１３） 信息技术 （１４） 电信 （１５） 邮政与船运 （１６） 运输

系统 （１７） 政府设施 （１８） 关键制造。 见 Ｊａｃｋｓｏｎ （２０１３） 􀆰
这 １４条指导方针包括： （１） 非歧视 （２） 透明 ／可预测 （３） 文件公式 （４） 事先通告 （５） 进行磋商

（６） 程序公平和可预测 （７） 披露投资政策行动 （８） 等比例原则 （９） 关键安全自我判定 （１０） 措施聚焦

（１１） 适当技能 （１２） 对症下药 （１３） 最后抉择 （１４） 问责。
所谓关键基础设施是指能够支持和确保经济、 社会福利、 公共安全和政府关键职能运行的设施。 这一

定义包括的范围较宽， 不同国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定义有所差异。 见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 ［３］ 。



些类型的投资， 纷纷收紧了外资进入的审查程序， 涉及数据、 关键基础设施、 技术

和国有企业的外资成为审查程序关注的重点。 中国企业 （不论是否属于关键基础

设施类） 成为外资审查体制特别歧视的对象。 美国对投资的限制措施不仅针对外

资的流入， 还针对对外投资。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 禁止美国

投资者持有涉嫌同中国军工企业有联系公司的股权。①

长期以来， ＷＴＯ成员对于国家安全例外的潜在风险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但是

对于如何完善这一条款一直不能达成共识。 国家安全可以用来隐藏一国的保护主义

动机， 因此，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势必增加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动摇以规则为

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当一国以国家安全例外为借口对另一国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时， 往往会招致对方以相同的理由进行回击， 对于规模类似的贸易大国来说， 竞争性

的报复措施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在受害者为小国的情况下， 大国以国家安全例外

为由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将导致不对称的结果。 面对全球不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

义、 经济民族主义和各种歧视性贸易政策，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多边

贸易体系稳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２０２０年初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也使现行全球贸易

体系的脆弱暴露出来， 面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强调全球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弹

性成为当前世界的潮流， 经济效率的重要地位被明显忽视。 疫情暴发以后， 许多国家

越来越将国家安全 （甚至包括健康安全） 作为贸易政策合理性的基础。
ＷＴＯ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ＧＡ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服务贸易总协

定） 和 ＴＲＩＰ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与

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各协议中均包括国家安全例外的条款。 从广义上讲， 这

类条款允许ＷＴＯ成员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理由， 免除 ＷＴＯ所规定的相关义务。 ＧＡＴＴ
第 ２１条、 ＧＡＴＳ第 １４条 （二）、 ＧＡＴＳ第 １６条 （二） 和 ＴＲＩＰＳ第 ７３条包含几乎相同

的关于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 同其他两个协议相比， ＧＡＴＳ 的设计则更具创新性， 要

求成员向ＷＴＯ服务委员会报告在国家安全例外项下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ＧＡＴＳ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从未经历过 ＷＴＯ 专家组的裁决， 因此， 关于

ＧＡＴＳ条款第 １４条 （二） 和第 １６条 （二） 至今在 ＷＴＯ 没有权威解释的经验。 与

此同时， 投资审核程序等投资限制措施是较晚才出现的， ＴＲＩＭＳ 对此也没有规定，
与其有关的是 ＧＡＴＳ中关于商业存在 （模式 ３） 的规则， 即第 １４ 条 （二）， 但是

ＷＴＯ尚没有关于这一条裁决的案例， 未来如何裁决，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货物贸易的国家安全例外问题， 分析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贸

易政策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探索如何降低 ＷＴＯ成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所产生的风

险。 聚焦货物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在 ２０１９年曾前所未有地对

有关货物贸易的国家安全纠纷做出过一次裁决， 因而有先例可鉴。 鉴于 ＷＴＯ 中

ＧＡＴＴ协议与 ＧＡＴＳ协议在国家安全例外的原则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 ＧＡＴＴ第 ２１ 条

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名家名栏

①为证明其做法的合理性， 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指出， 中国的军工企业集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

策和经济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见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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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有助于提升对 ＧＡＴＳ相关条款的理解。①

本研究不仅关系到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美国政府的更

迭为多边贸易体制在国家安全例外问题上进行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 对话的结果难

以预测， 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至关重要， 积极推动则是合理的选择。

一、 ＷＴＯ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ＷＴＯ关于货物贸易的国家安全例外规则包含在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的第 ２１ 条中，② 该

条款定义了在什么条件下 ＷＴＯ 成员可以以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理由偏离对 ＧＡＴＴ
所承诺的义务。

第 ２１条以 “安全例外” 为标题， 首先指出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没有阻止成员为维护国

家基本安全利益 （如禁止核材料和武器交易） 而采取必要措施的动机， 并允许成

员在战争或国际关系处于紧急的情况下，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国家的基本安全利

益。 也就是说， 根据第 ２１条， 在安全例外适用的情况下， 成员可以采取诸如禁止

有关进口、 不受关税承诺的约束， 提高税率或者对不同来源的进口进行歧视等措施

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关于国家安全， 第 ２１ 条使用的措辞是 “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至于什么是

“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一般的认知是那些涉及国家至关重要利益的问题， 如战争

与和平、 主权等， 在这一情况下， 一国可拥有高于贸易规则的权力。 在实践中， 不

同国家往往有不同的解释， 但实际上在什么情况下成员可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第 ２１条赋予成员国较大的自我裁定的空间。 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坚持认为第 ２１ 条应

该完全由成员 “自我裁定”。 这一逻辑意味着当一个成员依据第 ２１ 条判定其应该

采取某些限制性措施时，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将无权审核这一做法的合规性， 也即

常说的 “决定即为合理”。 在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历史上仅有一次专家组推翻这一观点

的例子。 ２０１９年 ４月， 在俄罗斯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对乌克兰实行过境限制案中，
ＷＴＯ专家组否定了俄罗斯主张的 ＷＴＯ无权裁定涉及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观点， 但

美国则对俄罗斯的主张给予支持。③最后， ＷＴＯ专家组强调第 ２１条确实为成员维护

国家安全利益留出了较大可以想象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无权审核涉及该条的纠纷。
俄罗斯－乌克兰关于产品过境的纠纷案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定底线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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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提及的是， ２０１８年卡塔尔就 ＴＲＩＰＳ协议国家安全例外起诉沙特阿拉伯一案中， 专家组报告中大量

采用上文所涉及的 ＧＡＴＴ关于国家安全例外的先例。 最终沙特知识产权保护案的结论是， 不能证明沙特在

ＴＲＩＰＳ例外条款项下所采取措施是合理的。 专家组报告于 ２０２０年 ６月发布， 沙特对裁决结果提出了上诉， 但

由于上诉机构已陷入瘫痪状态， 目前仍是悬案。 见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ＰＲｓ， ＷＴ ／ ＤＳ５６７􀆰
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ＸＩ， ＧＡＴＴ （１９９４）。 其内容是如下： 国家安全例外本协定不得解释为 （１） 要求任何缔约方

提供其根据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认为不能公布的资料； 或 （２） 阻止任何缔约方为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对有

关下列事项采取其认为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 （ａ） 裂变材料或提炼裂变材料的原料； （ｂ） 武器、 弹药和军火

的贸易或直接和间接供军事机构用的其他物品或原料的贸易； （ｃ） 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 或

（ｄ） 阻止任何缔约方根据联合国宪章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而采取行动。
ＷＴ ／ ＤＳ５１２􀆰



了有益的尝试， ＷＴＯ专家组的裁决也向成员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 即在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下， 任何一个成员不得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受约束地推行自己

的贸易政策。
专家组的最后结论是， 真诚的态度是对第 ２１ 条做出准确解释的基础， 这一结

论要求 ＷＴＯ 成员应尽力避免将第 ２１ 条作为规避法律责任的手段 （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专家组报告还涉及到一些国家随意将国家安全例外适用于国家之间政治与

经济的差异和分歧等问题， 为此， ＷＴＯ 专家组指出， 成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之间

存在的分歧并不是适用第 ２１条 （ｂ） （ ｉｉｉ） “国际关系紧急状态” 的充分条件， 成

员在援引此条作为贸易政策依据时必须持慎重的态度。
美国对于国家安全一直有着不同于多数ＷＴＯ成员的解释， 核心是美国期望在援

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时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裁量权。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６日， ＷＴＯ争端解

决机制接受了专家组对俄罗斯过境问题的裁决， 这一结果自然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

满， 但是裁决结果对美国等成员也是一个警示， 即第 ２１条并不完全由成员自我裁定，
成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也不是构成 “国际关系紧急状态” 的充分条件。

尽管 ＷＴＯ上诉机构由于法官缺编已陷入瘫痪状态 （林桂军等， ２０２０） ［４］， 但

是成员近期还是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提交到 ＷＴＯ 要求裁决， 其中多数案子

是受害成员起诉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韩国与日本之间的争端， 韩国起诉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出口限

制。①ＷＴＯ在俄罗斯过境案中对第 ２１ 条的解释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很难证明其近年

来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对贸易伙伴所采取的措施 （如钢铁和铝案） 具有合理性和合

法性。 但是， 由于俄罗斯对于专家组的裁决没有上诉， 使得 ＷＴＯ 对这一案件的裁

决在程序的完整上存在着缺陷。 目前由于 ＷＴＯ 上诉机构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上面

提及的后续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争端无法完成上诉程序， 因此， 对这些纠纷案的最

终判定只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即便如此， 专家组阶段对滥用国家安全问题所做出

的判断至少能对相关国家产生道德上的压力。 目前悬而未决的有关滥用国家安全例

外的争端， 只能等待未来 ＷＴＯ 上诉机构恢复运转才能做出最终的裁定。 从长远

看， 随着国家安全例外争端的不断增加， 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是 ＷＴＯ 成员在争端

解决体系之外集体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二、 国家安全在贸易政策中地位的变迁

２０１７年特朗普上台后， 国家安全在美国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特朗

普不顾中美关系的恶化， 在钢铁和铝制品进口、 高科技出口、 对外投资、 人员流

动、 贸易实体等较广的范围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 使国家安全日益同贸易、
投资、 高科技和人员流动等交织在一起。

２０１７年之前， 中美贸易对话中一般是中方在高科技贸易上处于主动地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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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解除 １９８９年以后对华所实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措施。①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军事相关领域的出口。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期

间， 美国一般将中国列为低风险国家类 （第二类， 见表 ２）， 但是 １９９６ 年瓦森纳条

约签署之后， 中国被升入了较高风险类 （第三类）， 待遇同印度、 以色列和俄罗斯等

国家类似。 实际上， 至少在奥巴马时期， ＣＦＩＵＳ对外资的安全审查最关注的对象主要还

不是来自中国的投资， 根据 ＣＦＩＵＳ官员的说法， 在外资安全审核程序中， 美国对以色

列、 俄罗斯和法国投资的关注程度往往超过中国投资。②

截止到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欢迎态度，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西方国家企业流动性拮据， 一些西方政界和商界人士曾

高调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但是此情形维持时间不长， 随着中国企业收购当

表 １　 １０ 大类美国对华限制出口的高科技产品

类别 产品类别描述

类别 ０ 核材料装置与设备及各类产品

类别 １ 材料、 化学品、 微生物及毒素

类别 ２ 材料加工

类别 ３ 电子设计研发与生产

类别 ４ 计算机

类别 ５
第 １部分－远程通信

第 ＩＩ部分－信息安全

类别 ６ 传感器与激光

类别 ７ 航海及航空

类别 ８ 水下设备

类别 ９ 空间推进系统及相关设备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ｓ􀆰 ｄｏｃ􀆰 ｇｏｖ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ｘ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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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 １９９０年开始实施的， 限制对中国控制和侦察设备及武器交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Ａｒｍ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ＡＲ） 项下的国防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见表 １）。 １９９９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 要求

总统在批准导弹或空间发射技术是不是 “空间发射技术” 出口前向国会说明此类出口不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直

接和间接的不利影响， 也不会提升中国在导弹和空间运载工具的发射水平。 美国及西方国家在高科技出口限制

上拥有一个庞大、 较完整的体系， 随着历史的变迁， 限制的重点和目标也有所不同。 １９４９年西方国家成立了巴

黎统筹委员会， 目的是限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科技出口。 １９９４年 ４月 １日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正式解

散， １９９６年西方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 将目标调整为防止军民两用技术落入恐怖主义和有核武器扩散危险国

家的手中。 瓦森纳协定将国家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最可靠的国家， 第二类是低风险国家， 第三类是风险较高的

国家， 被视为对出口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第四类是高风险国家 （见表 ２）。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中国一般被列为二类

国家之列 （低风险）， 但是 １９９６年瓦森纳协定签署之后中国升入第三类国家 （较高风险） 行列， 待遇上同印

度、 以色列、 俄罗斯等国类似。 ２００５年 ６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支持和资助核扩散令， 却将中国列入制裁

名单之列。 按照美国 《出口管理规定》， 受限制的产品美国的价值含量应超过 ２５％， 但是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

额外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 双方在讨论中美贸易不平衡时， 中方经常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美国降低高

科技出口限制是美国扩大对中国出口的一个有效途径， 虽然美国一些官员也公开愿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但

是现实的结果是美国在不断增强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义成 “威
胁”， 为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寻求合理性， 不论在广度上， 还是在深度上， 对中国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已经成

为中美建交四十年之最。
２０１３年 １月作者访美时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部分官员座谈， 信息由美方官员透露。



表 ２ 瓦森纳出口控制安排对进口国 （地区） 的分类 （以高性能计算机为基础）
时间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巴 黎 统 筹
委 员 会 时
期）

澳大利亚、 比
利 时、 加 拿
大、 丹麦、 法
国、 德国、 希
腊、 意 大 利、
日 本、 卢 森
堡、 荷兰、 挪
威、 葡 萄 牙、
西班牙、 土耳
其、 英 国、
美国

所有不包括在一类
或三类的国家 （地区）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
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 保加利亚、 捷克、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
维亚、 立陶宛、 摩尔
多瓦、 波兰、 罗马尼
亚、 俄罗斯、 斯洛伐
克、 塔吉克斯坦、 土
库曼 斯 坦、 乌 克 兰、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伊 朗、
伊拉克、
朝 鲜、
叙利亚、
苏 丹、
古　 巴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进 入 瓦 森
纳时期） ）

澳大利亚、 奥
地 利、 比 利
时、 加 拿 大、
丹 麦、 芬 兰、
法 国、 德 国、
希 腊、 圣 海、
冰 岛、 爱 尔
兰、 意 大 利、
日本、 列支敦
士 登、 卢 森
堡、 墨 西 哥、
摩 纳 哥、 荷
兰、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圣 马 力
诺、 瑞典、 瑞
士、 土 耳 其、
英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巴哈马、
巴巴多斯、 孟加拉、 贝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佛得角、 中非、 乍得、 智利、 哥伦比
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塞浦路斯、 捷克、 多米尼加、 多米尼
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圣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斐济、 加
蓬、 冈比亚、 加纳、 格林纳德、 危地
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 肯尼亚、 基里
巴斯、 韩国、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
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
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歇尔群岛、
毛里求斯、 密克罗西亚、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纳鲁、 尼泊尔、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巴拉圭、 菲律宾、 波兰、 卢旺
达、 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塞内加尔、 萨拉利昂、 塞内加尔、
塞舌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维
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斯里兰卡、 苏里兰、 斯威士兰、 中国
台湾、 坦桑尼亚、 多哥、 泰国、 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图卢娃图、 乌干达、
乌拉圭、 西撒哈拉、 扎伊尔、 赞比亚、
津巴布韦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林、 白俄罗斯、 黑
山、 保加利亚、 柬埔
寨、 中 国、 喀 麦 隆、
克罗 地 亚、 吉 布 提、
埃及、 爱沙尼亚、 格
鲁吉亚、 印度、 以色
列、 约旦、 哈萨克斯
坦、 科威特、 吉尔吉
斯斯坦、 老挝、 拉托
维尼亚、 黎巴嫩、 立
陶宛、 马其顿、 毛利
坦尼 亚、 摩 尔 多 瓦、
蒙古、 摩洛哥、 阿曼、
巴基 斯 坦、 卡 塔 尔、
罗马 尼 亚、 俄 罗 斯、
沙特、 塞尔维亚及黑
山、 塔吉克斯坦、 突
尼斯土库曼斯坦、 乌
克兰、 阿联酋、 乌兹
别克斯坦、 瓦鲁阿图、
越南、 也门

古 巴、
伊 朗、
伊拉克、
利比亚、
朝 鲜、
苏 丹、
叙利亚

２０００年

（增加） 阿根
廷、 巴西、 捷
克、 匈 牙 利、
波兰

（减去） 阿根廷、 巴西、 捷克、 波兰、
中国澳门； （增加） 爱沙尼亚， 罗马
尼亚

（减 去 ） 爱 沙 尼 亚、
罗马尼亚、 （增加）
中国澳门

同上

２００１

一 类 和 二 类
合并
（ 增 加 ） 立
陶宛

（减去） 阿根廷、 巴西、 捷克、 匈牙
利、 波兰、 中国澳门； （增加） 爱沙
尼亚、 罗马尼亚

（减 去 ） 爱 沙 尼 亚、
罗马尼亚； （加上） 中
国澳门

同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增加） 拉脱
托维亚

（减去） 拉脱维亚 同上

注： 表中对国家 （地区） 的分类以高性能计算机出口为基础， 生物、 化学剂相关设备和软件在管制中并不严
格按照以上分类， 但是表 ２中对进口国 （地区） 的分类与其他产品的政策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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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西方国家的媒体和公众抵制中国投资的情绪开始逐

渐抬头。 特朗普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趋势， 并将其推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 他上台以后， 以中国 “威胁论” 为借口，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限制中国企

业的贸易和投资，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
特朗普政府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可能出于多种原因， 但是最关键的是国际环境变

化的大背景。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 美国感到其地缘政治霸权受到威胁， 因而将

贸易政策转变成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武器。 最典型的例子是华为公司和 ５Ｇ 网

络， 美国坚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公司的经营和 ５Ｇ 网络的使用实行各种限制措

施， 拒绝向华为提供零部件外包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 ２０１８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美
国出口控制改革法案》①， 为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奠定了法律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收紧国家安全的审核程序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５］， 在外资流入 （特别是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 方面， 美国是这一趋势的带

头者， 但这一趋势不只局限于美国， 其他国家在审核外资时， 也都明显提高了国家

安全的地位。 涉及服务业跨境投资 （即商业存在） 的是 ＧＡＴＳ 的第 １４ 条 （二），
该条款等同于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的第 ２１ 条， 允许成员有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权力。
近年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都提高了外资安全审查程序的严格程度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美国对原有的外资审核体制进行了修改， 赋予

ＣＦＩＵＳ在审核外资进入上以更大的自主权力， 并新颁布了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

化法案》 （ＦＩＲＲＭＡ）。 欧盟也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建立了新的外资审核体制， 目的是增

强欧盟成员在外资审核上的一致性， 保护欧盟战略性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安全。
在外资上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对中国滥用国家安全的案例是抖音在美国投资的遭遇。
２０２０年 ８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违反 ＧＡＴＳ规则， 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

９０天内撤出在抖音的投资， 理由是字节跳动违反ＷＴＯ规则， ２０１７年在收购美国新

创企业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潜在的威胁。②

收紧外资安全审核程序并不都是针对中国， 根据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意大利政

府通过了所谓的 “黄金权力” 法案， 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 阻止非欧盟企业收

购意大利的高科技企业。 德国和日本也对外资审核机制进行了修改。
日益增多的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案例同不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密切的关

系。 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国家安全纠纷往往是表面现象， 其背后隐藏的是保护主义利

益。 将政治考量应用于贸易政策是一些国家惯用的方法。 例如， 美国在对欧盟、 日

本等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加征关税时， 突出强调这一举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

全利益。 为支持这一观点，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关于美国汽车产业的调查报告中明确

指出： “美国本土的汽车研发和制造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③另一个更离

奇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 美国最初瞄准的国家是加拿大、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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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和巴西。 众所周知， 这些国家的钢铁和铝行业是无法强大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的。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做出一个推断， 如果一国随意地将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安

全， 那么在国家安全威胁上将很难找到底线。
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冲突案例的不断增多还同全球盛行的重商主义有着密切的

联系。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出口换来的货币才是财富， 进口获得的产品不是财富，
一国的财富来自贸易顺差， 通过逆差进口的机器设备及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不是

财富。 特别是特朗普， 他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置于其贸易政策的一个核心地位，
为了缩小逆差， 自然倾向限制贸易伙伴的出口， 而国家安全例外在法律上的模糊特

征则为特朗普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 在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民

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相互促进为其政策的合理性则提供了政治掩护。 毫无疑问， 特朗

普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要遵守ＷＴＯ规则和履行承诺的愿望， 但是在实际中这并没

有妨碍美国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 当看到规则符合自己的利益时， 便转向主张合

规。 在所有ＷＴＯ规则中，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给予成员自主裁量的空间是最大的， 而

且这一条款特别适合用于对付已经被妖魔化了的 “中国威胁”， “逢中必反” 在美国

国内政治上还可带来相对高的政治回报。 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国家

安全例外如此钟情， 特别是在涉及中国的问题时， 成为一张最容易打的牌， 滥用者可

以借维护国家安全把自己改装成爱国者， 提高其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目前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又重新变得日益重要， 越来越多的 ＷＴＯ 成员

开始关注国家安全问题， 并向不同的领域扩散， 这一变化将对国际贸易政策产生深

远的影响。 例如， 一些国家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主张 ＷＴＯ 按照国

家安全标准进行治理。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理，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公共健康安

全， 也都可以成为 ＷＴＯ中的国家安全议题， 未来肯定会有人将气候变化也作为国

家安全的一个紧迫议题 （Ｐｒａｚｅｒｅｓ， ２０２０） ［６］。 如果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过于随意，
过于宽泛， 任何关于经济的担忧都归入国家安全的范畴， 结果将使成员的国家安全

考虑凌驾于贸易规则之上， 贸易保护壁垒的数量将远超当前的水平， 全球贸易量将

大幅缩小， ＷＴＯ作为以规则为基础、 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的多边贸易组织将

失去存在的价值。
与贸易保护一样， 国家安全同样具有 “传染性”。 如果美国作为全球多边贸易

体系的缔造者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毫无疑问， 其他国家必

效仿之， 结果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可避免地将陷入 “囚徒困境” 的混乱之中， 各

成员方的利益均会受到损害， 届时国家安全可能更难以得到保障。

三、 印度基于国家安全的保护主义措施

２０２０年是中国和印度关系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６月份以来， 两国士兵之间爆发的

肢体冲突导致两国边境的紧张气氛升级。 作为对中国抗议的一部分， 印度政府效仿美

国的做法， 以数据流动威胁隐私和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中国企业 ５９个 ＡＰＰ 在印度的

使用。 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这一做法提出了抗议， 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 “印方的措施选择性地特定针对部分中国应用程序， 歧视性地采取限制， 理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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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牵强， 程序有违公正公开，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 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则， 与国

际贸易和电子商务发展大趋势背道而驰， 更无益于印度消费者利益和促进市场

竞争。”①

紧接着 ２０２０年 ９ 月， 印度在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又阻拦了中国企业 １１８ 个移动

ＡＰＰ。 给出的理由是： “从所包含的信息情况看， 这些 ＡＰＰ 所从事的活动不利于印度

的主权、 国防、 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秩序。”②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中国代表在 ＷＴＯ会议上公

开批评了美国和印度所采取的措施， 指出这些措施 “明显违背了 ＷＴＯ的基本规则，
限制了跨境服务的流动， 违背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宗旨。”③

实际上就在 ２０２０年 ６月边境局势紧张之前， 印度就以国家安全为由， 主要是

针对中国， 采取了一些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性措施，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印度政府宣

布将对来自陆地邻国的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核制度。④ ６ 月宣布， 来自陆地邻国的

企业在参与印度政府合同招标时， 首先要通过政治和安全审核。 印度政府认为这些

措施的目的是要加强印度的国防和国家安全。⑤

以上情况说明， 国家安全正在对贸易和投资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高科技又

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突出重要的目标。 本案例还说明， 国家安全地位上升的趋势不

只局限于美国一家， 其他国家也在效仿美国的做法， 把贸易政策作为实现政治目标

的工具。 纵观当前世界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发展的趋势， 中国似乎是这一趋势所瞄准

的中心。
对于印度来说， 印度的国家安全是指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 印度错

误地认为只有在竞争中获胜， 印度才有国家安全； 如果在竞争中印度处于落后的地

位， 至少按照很多人的理念， 印度的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除此之外， 在印度所

采取的措施背后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动机。 首先， 同中国相比， 印度一直反对贸易自

由化， 在经济上将中国视为是头号竞争者， 印度政府求助于国家安全措施实际上是

为了掩盖其保护主义的动机。 其次， 就在 ２０２０年 ６月双方边境局势趋于紧张之前，
中国在印度公众的形象已经变得日益负面， 印度官方的表态日益具有民族主义和民

粹主义的色彩。
在正常情况下， 中国可以将印度所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提交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进行裁决， 但是由于当前上诉机构处于瘫痪之中， 中国只能得到专家组阶段的裁决

结果， 无法进入上诉程序。 是否向 ＷＴＯ起诉印度的做法需要中国政府更仔细地权

衡其利弊。 如果能够赢得专家组阶段的裁决， 对于中国来说至少是一个道义上的胜

利， 对于应对印度和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０１

名家名栏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官方声明见 ｈｔｔｐ： ／ ／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ｎｅｗｓ ／ ｔ１７９３４４５􀆰 ｈｔｍ
按照官方声明， 类似的 ＡＰＰ 可以沉降数据， 并不经许可秘密将数据传送到国外， 敌对势力可以对这些数

据进行分类、 挖掘并获利， 这些行为最终将侵犯印度的主权和国防……。 正式声明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ａｇｅ􀆰 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１６５０６６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ｕｓａ－ｔｉｋｔｏｋ－ｂａｎ－ｗｔｏ ／ ｃｈｉｎａ－ｓａｙｓ－ｕ－ｓ－ｔｉｋｔｏｋ－ｗｅｃｈａｔ－ｂａｎｓ－ｂｒｅａｋ－ｗｔｏ－
ｒｕｌｅｓ－ｉｄＩＮＫＢＮ２６Ｑ２６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ｖｏａ－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 ／ ｅｙ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ｔｉｇｈｔｅｎｓ－ｔｒａｄｅ－ｒｕ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ｑｕｉｎ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ｎｄｉａ－ｂｕｉｌｄｓ－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ｍｉｄ－ｂｏｒｄｅｒ－ｒｏｗ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２０２０） 的相关解读

《出口管制法》 于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１７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２２ 会议通过，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 该法律第一条指明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 加强和规范出口管制， 制定

本法”， 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政府对相关产品 （包括货物、 服务和技术） 实行出口限

制的法律基础。①

《出口管制法》 颁布以后， 国际上最为关注的是新法律对稀土出口的影响。②

稀土是一些高科技产品生产所必需的材料 （包括手机、 电池、 导弹和荧光等）， 中

国稀土产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 ９０％。 ２０１２ 年， 美国、 欧盟和日本曾就稀土出口征

税和配额等问题向 ＷＴＯ 起诉中国， 要求取消出口限制措施。 最终 ＷＴＯ 裁定中国

所实行的出口税收和配额措施与ＷＴＯ规则不符。 但是 ２０１２年关于稀土的争端更多

的是从出口竞争的角度考虑， 对于国家安全关注较少。③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政府参照

ＷＴＯ的裁决对有关稀土出口的规定进行了修改。 稀土不仅是一些民用高科技产品

生产时所需要的， 在一些军事技术产品的生产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 稀土的

出口限制备受关注。
新出台的 《出口管制法》 有助于保护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以应对未来类似美

国对华为、 抖音和微信等所采取的措施。 《出口管制法》 第二条规定出口管制的货

物、 技术、 服务等物项， 包括物项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 从抖音在美国的经历中

就可以看出， 如果抖音放弃在美国的经营， 其资产被另外一美国公司收购， 其复杂

的人工智能算法将被并购的美国公司所获取。 新出台的 《出口管制法》 将为中国

政府和企业限制他国获得软件和源代码提供法律基础。
《出口管制法》 第四十八条明确了当其他国家或地区滥用出口管制威胁到中国

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时， 中国可以采取反制措施。 第四十八条规定： “任何国家或者

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对等” 一

词的含义。 在 《中国关于 ＷＴＯ改革的提案》 中， 中国提出了对滥用国家安全受害

方实行救济的建议， 即 “为利益受影响成员提供更多快速且有力救济权利， 以保

障其在世贸组织项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④。 结合 ＷＴＯ在的一般做法， 这里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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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 ２０２０年立法之前， 中国已有关于出口限制的相关法律。 ２０２０年 ８月， 商务部和科技部共同修改了禁

止和限制技术出口的目录， 共对 ５３种产品进行了增减。
关于国际上对稀土问题的关注，见 Ｎｉｋｋｅｉ Ｔｉｍｅｓ， “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ｂ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ａｓｉａ􀆰 ｎｉｋｋｅ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ｐａｓｓｅｓ－ｌａｗ－ｗｉｔ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ｂａ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ｒｉｃｅｓ ｓｐｉｋｅ 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ｅａ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ｐｍｎ ／ ｎｅｗｓ－ｐｍｎ ／ ｃｈｉｎａ－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ｓｐｉｋｅ－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ｅａｒ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ＵＡ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ｔｉｍｅｓ􀆰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２０８５２９􀆰 ｓｈｔｍｌ􀆰

ＷＴ ／ ＤＳ４３１， ＷＴ ／ ４３２， ＷＴ ／ ４３３􀆰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７３􀆰



等” 应该解释为反制措施在强度上是等比例的， 不应超过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界限。
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行使贸易政策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认真评估其风险和机

遇。 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时， 应该严格遵循 ＷＴＯ的基本原则， 否则

其他成员也难以响应中国关于遵守ＷＴＯ规则和避免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倡议。

五、 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 理想状态和长期目标

在理想的情况下， ＷＴＯ成员应该自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促进体

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成员应该避免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对于出台

可能给贸易体系带来风险的政策和措施持谨慎的态度。 但是， 当前世界的政治形势

与这一理想状态相差甚远， 短期内将这一理想状态作为努力的目标是不现实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 ＷＴＯ成员对规则进行修改， 澄清在何种条件下， 一国可以借

助国家安全例外采取与 ＷＴＯ规则不一致的限制性贸易措施。 当前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１
条在这方面只是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原来期望俄罗斯过境案的裁决可以为第 ２１
条提供具体的指导， 但是由于专家组裁决后无法完成上诉程序， 此时又有一些成员

（特别是美国） 坚决反对专家组的裁决结果， 结果使专家组的裁决成为无效。 所

以， 当前要清楚定义国家安全例外项下可实施措施的条件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ＷＴＯ成员认为第 ２１条不能为实践提供充分的指导， 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展

开谈判， 寻找能够反映需求偏好的新条款。 但是在目前形势下， ＷＴＯ 处于松散无

力的状态， 很难想象成员能够开启集体谈判，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 因

此这只能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
（二） 务实的选择

由于在现行条件下， 以上提及的通过定义采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具体条件或

者展开谈判来规范国家安全的办法均不现实， 为了降低当前的风险， 必须选择可行

的路径。
２０１９年 ５月中国政府在向ＷＴＯ提交的 《中国关于ＷＴＯ改革的提案》 中强调，

当前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行为已经成为威胁 ＷＴＯ 生存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在

提案中， 中国呼吁各成员在借助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时， 应抱着真诚和节制的态度，
并建议 ＷＴＯ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予以澄清。 鉴于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和复杂

性， 中国提出了若干过渡性的步骤， 包括提高与国家安全有关措施的通告要求和对

有关限制措施进行多边评估等。 实际上， 对比当前的状况， 如果能够提高以国家安

全为导向贸易措施的透明度， 创造适当的机制， 允许成员讨论、 获取和交流相关信

息， 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虽然这些做法不能完全制止成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行

为， 但是可以提高这些成员滥用的政治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 这样做可以提升

ＷＴＯ成员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认识水平， 也许还可以转化成

维护 ＷＴＯ规则的具体行动。
在提高透明度和加强监督方面， 一个行动是利用 Ｇ２０ 峰会， 或者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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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有关ＷＴＯ成员发表集体政治声明， 宣誓对 ＷＴＯ规则的承诺， 保证不以国家

安全为借口，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这方面， Ｇ２０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关于反

对保护主义的承诺就是一个可借鉴的先例， 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举行的峰会上， Ｇ２０领导

人集体承诺： “我们将在投资及货物与服务贸易上， 不采取新的保护措施， 不实施新

的出口限制， 不采用与ＷＴＯ规则相冲突的措施刺激本国的出口。” 拜登取代特朗普

成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 这预示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发生变化，
为此类没有法律约束的声明创造了一个开口。 可能表达的语言需要重新修饰， 但是所

要传递的基本信息是承认ＷＴＯ成员有权利用国家安全维护合理的利益， 但是应该避

免滥用国家安全例外， 在国家安全例外的纪律上自觉维护ＷＴＯ的权威。
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 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要改变美国的政策是一件十分困

难的事情， 即使是发表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也绝非易事。 除此之外， 即便 ＷＴＯ 成

员同意建立透明的机制和监督制度， 也并不意味着能终止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行

为。 国际贸易中滥用国家安全例外行为的根源在于不断兴起的民粹主义， 目前这一

趋势不仅在美国， 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中国应该同其他关心 ＷＴＯ命运的成员携起手来， 明确有关国家安全规则的内

涵， 以减少当前恶化的局势对 ＷＴＯ公信力所构成的威胁。 提升透明度和建立相应

的评估机制可以帮助成员更好地了解国家安全滥用问题的实质和所导致的风险。 这

样的行动也许可以唤起 ＷＴＯ 广大成员的支持， 对于防止 ＷＴＯ 形势进一步恶化起

到抑制作用。 发布 ＷＴＯ 成员集体声明对于 ＷＴＯ 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有着十

分积极的作用， 从更长期来看， 这种形式的讨论可推动成员逐渐达成共识， 为最后

有关国家安全例外规则的改革奠定基础。
在 《中国关于 ＷＴＯ改革的提案》 中， 中国政府还建议： “为利益受影响成员

提供更多快速且有力救济权利， 以保障其在世贸组织项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在

ＷＴＯ缺少相关纪律约束下， 让适当的反制措施合理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是也

必须认识到反制措施可能导致摩擦的双方针锋相对， 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升级， 全球

贸易被拖入 “囚徒困境” 式的混乱之中。 基于这一考虑， 应该强调所实施的反制

措施应该是 “等比例” 的， 即所实行的限制措施在强度上不超过保护国家安全的

需要。 由于所有成员都可能受到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负面影响， 强调 “等比例”
可以引导成员在进行反制时， 朝着合理和 “等比例” 的方向进行。 但是应该指出

的是， 同消除滥用国际安全例外相比， 这仅仅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在过渡阶段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促进成员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为未来 ＷＴＯ 在更广泛的基础

上讨论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问题铺垫基础。
鉴于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 中国应该做好就国家安全问题和其他 ＷＴＯ 相关问

题同新一届美国政府进行对话的准备， 而共同利益决定了对话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除此之外， 中国还应继续在 ＷＴＯ组织框架内的努力， 同其他成员合作， 提高人们

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风险的认识水平， 这项工作应该深入到不同的社会阶层， 包括

工商界、 国会议员和舆论界， 特别是那些对于国家安全措施敏感或者积极支持多边

贸易体系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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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在短期内采取举措应对当前的挑战

目前彻底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问题在政治上仍不成熟， 但是对于 ＷＴＯ 成员

来说， 对于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给多边贸易体系信誉所带来的风险必须给予高度的重

视。 中国作为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者， 应该自觉遵守对 ＷＴＯ 的承诺， 成为

遵守 ＷＴＯ规则的楷模。 对于其他 ＷＴＯ 成员来说， 对风险的认识共识越多， 对有

效的多边贸易体系依赖的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以合作的姿态解决全球多边贸易体

系所面临的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危机。
第一， 在时机成熟时， 主动提出就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和其他 ＷＴＯ 问题同

美国进行对话， 同时积极寻找与美国企业界和其他利益群体就滥用国家安全风险进

行沟通的途径和机会。 虽然在主要 ＷＴＯ 成员之间寻找共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情， 但是这是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 形成集体决定所必须走出的一步。
第二， 在坚持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合理性的同时， 提升成员对滥用条款负面作用

的认识水平。 充分利用 ２０２１年ＷＴＯ部长级会议的机遇， 提高 ＷＴＯ成员对滥用国家

安全条款风险的认识水平， 为未来的改革行动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 研究如何利用

“一带一路” 平台提高各国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认识水平， 争取成员对中国所提方

案的政治支持， 具体的内容包括发表共同政治声明， 提升透明度和监督的行动计划。
第三， 与 Ｇ２０成员、 ＷＴＯ成员、 各类 ＷＴＯ成员集团 （如 ＷＴＯ 友好集团、 发

展中国家非正式集团等） 展开广泛磋商， 研究发表关于 ＷＴＯ体系的重要性和滥用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风险的政治声明。 寻找与欧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共识， 为可能

的合作奠定基础。 积极准备下一届 Ｇ２０峰会和贸易部长会议计划磋商的内容。
第四， 推动与 ＷＴＯ 成员的磋商， 争取成员对中国政府所提交的 《中国关于

ＷＴＯ改革的提案》 中关于国家安全内容 （透明度、 多边评估、 反制等） 的支持，
并以开放态度征求修改和补充意见。 在时机成熟时， 在 ２０１９年改革建议的基础上，
提出一份完整的改革任务清单。

第五， 积极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 检查自己应如何使用与国家安全例外相关的

贸易措施， 确保与自己所倡导的抑制滥用的主张和自身的行动保持一致。 中国作为

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对于广大 ＷＴＯ 成员来说， 每一个行动都可能会是敏感

的， 因此应该成为自我约束的榜样。 在推动国家安全条款改革中， 中国还应避免孤

军奋战， 或者充当领导者， 而是积极联合那些有重要利益的国家， 共同努力。
总之， 中国的目标应该是 ＷＴＯ成员在使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时， 应该恢复到

ＧＡＴＴ协定签署 ７０多年来所表现出的节制状态。 当然， 今天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

经大不相同， 因此， 中国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改进当前的做法， 对

ＷＴＯ国家安全例外纪律进行澄清， 二是支持尽快恢复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 当前国

家安全议题具有紧迫性， 正像中国政府在 《中国关于 ＷＴＯ 改革提案》 中强调， 滥

用国家安全例外是当前的一个十分紧迫和关键的问题， 对 ＷＴＯ 的生存已经构成威

胁， 这为中国未来的行动指出了方向， 中国应在实现短期目标上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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